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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朝三暮四”的故事表明，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言说框架下具有不同的言说效果。以

言取效见证了语言的行事力量。语言与实在相互编织、彼此渗透，语言可以作用于实在。这一点在

政治文化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孔子正名说肯定了语言对于政治文化秩序的建构作用。借助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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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 以言取效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 反之，言而文，则行之

弥远。不同的言说方式有不同的言说效果。《庄

子》一书，卮言日出，诸多言说积淀为成语，“朝三暮

四”便是其中之一。“朝三暮四”之为成语，例证了

庄子言说方式对于言说本身的积极影响。进一步

看，“朝三暮四”故事本身又从另一层面( 即言与实

的层面) 关涉到以言取效。《庄子·齐物论》云:

狙公赋芧，曰: “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
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

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依庄子之意，这些小狝猴未达齐物之理，迷惑

于“朝三”与“朝四”的分别，以前者为非而后者为

是，因是而喜，因非而怒; 它们没有看到“朝三暮四”
与“朝四暮三”从橡子的总数来看是一致的:“其于

七数，并皆是一。”②“七”既是标示数量的“名”，也

是众狙所得到的橡子之“实”。“名实未亏而喜怒为

用”，实非达道者。庄子用这个寓言让我们看到执

着于是 非 的 荒 唐 可 笑，从 而 对“道 通 为 一”有 所

领会。
《列子·黄帝》也讲了“朝三暮四”的故事: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

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

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

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

起而怒。俄 而 曰: “与 若 芧，朝 四 而 暮 三，足

乎?”众 狙 皆 伏 而 喜……名 实 不 亏，使 其 喜

怒哉! ③

故事的基本要素没有改变，但要素的结构方式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子》和《庄子》讲了同一个

故事吗? 是，又好像不是。与《齐物论》不同，《黄

帝》的叙述重心从众狙转向了狙公。“名实未亏而

喜怒为用”，这是《齐物论》的解譬。“名实不亏，使

其喜怒哉!”《黄帝》盛赞狙公之智。七升橡子，把它

放在“朝三暮四”的框架中说出来，可以使众狙怒;

可是放在“朝四暮三”的框架中说出，可以使众狙

喜。郭庆藩引家世父解说众狙的心理:“赋芧在朝，

故以得四而喜，得三而怒，皆所见惟目前之一 隅

也。”④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言说框架下具有不同

的言说 效 果。以 言 取 效 见 证 了 语 言 的 行 事 力 量

( performative force) 。⑤ 原初同样的事实，经过不同

言说框架的整理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事

实; 与此相应，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在这里，不是

语言反映实在，而是语言参与我们对实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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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

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见《春秋左传正义》，

第 102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73，73 页，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86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Austin，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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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引发我们对实在的反应。在此意义上，语言与

实在相互编织、彼此渗透。
一种事实，两种言说框架，具有不同的言说效

果。“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分别不只存在于

寓言。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对于汤武的行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判断。非

议者称之为篡逆，而赞同者称之为“革命”。如《易

·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
在命名的同时赋予了汤武行为以正当性的肯定。
《汉书·儒林传》第八十八卷载汉景帝时，儒生辕固

与黄生辩论汤武是受命还是篡弑: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 “汤、武非受命，

乃杀也。”固曰: “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

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

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

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 “‘冠虽敝必加于

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 上下之分也。今

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 汤、武虽圣，臣下也。
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

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

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

“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言学者毋言

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辕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孟子从仁义、民心的角

度论证汤武放伐的正当性。《孟子·梁惠王下》记

载了齐宣王和孟子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 “齐宣王

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 ‘于传

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

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桀纣破坏仁义，已经堕落

为“一夫”。所谓“一夫”，也就是失去了天下百姓的

支持。《孟子·离娄上》云:“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

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

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一夫”
失民心失天下，也就丧失了作为“君”的资格。在这

个时候，汤武针对他们的放伐行为不再受到君臣之

义的约束。
“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分别不只存在于

寓言，也不只存在于古代。面对半瓶水，可以说“只

有半瓶水”，也可以说“还有半瓶水”。“还有半瓶

水”的言说激发乐观积极的反应，“只有半瓶水”的

陈述引发悲观消极的情绪。美国当代语言学家平

克( Steven Pink) 举例说: “思想的语言允许我们将

一情形纳入相异且不相容的构架( frame) 之中……
这为人类无尽的争论搭建了舞台。干细胞研究毁

掉的是一团细胞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 美军进入

伊拉克是侵略一个国家还是解放一个国家? 人流

意味着终止怀孕过程还是意味着残杀婴儿? 高税

收的办法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还是在没收公民收

入? 公费医疗制度是保障公民健康还是扩张政府

权力? 在这些论辩中，架构同一事件的两种方式相

互竞争，而论辩者都极力表明自己的架构方式才是

恰当的”。① 英国当代学者汤普森 ( J． B． Thomp-
son) 举例说，用漂亮的框架“美化”行动、体制或社

会关系乃是意识形态的运行模式之一: “暴力镇压

抗议被描述为‘恢复秩序’; 监狱或集中营被描述为

‘新生中心’; 以种族隔离为基础的体制化不平等被

描述为‘分别发展’; 剥夺公民权的外国劳工被描述

为‘客籍工人’。”②按照汤普森的理解，意识形态体

现了包括语言在内的象征形式的统治关系、权力关

系之间的交叉。③

二、“正名实”而“化天下”

“朝三暮四”故事中提到的“名实”问题是先秦

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孔子感叹“觚”这样

的日常器皿名实不相符: “觚不觚。觚哉，觚哉!”
( 《论语·雍也》) 就政治生活而言，众所周知，孔子

主张为政以“正名”为先，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论语

·子路》) 从正面说，则是通过正名实现成事、兴礼

乐、使刑罚得当而安民的效果。在社会政治之域，

名实关系中的“实”主要指社会实在与社会政治秩

序。孔子列举的“事”“礼乐”“刑罚”属于社会实

在，民之“安”涉及社会政治秩序。孔子正名说实际

上强调了语言如何嵌入社会实在之中并参与社会

政治秩序的生成过程。这可以说是语言与实在于

社会政治之域如何相互编 织 和 彼 此 渗 透 的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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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teven Pinker，The Stuff of Thought: 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 Nature，New York: Penguin Group，2007: 4—5．

③ ［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第 70，62—63 页，

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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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从历史语境来看，孔子上述正名说“为 卫 君

而言”①: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

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

也! 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

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

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

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问答发生在鲁哀公十年，孔子自楚返卫。这里

的卫君指卫出公辄，蒯聩之子、灵公之嫡孙。朱熹

引胡安国述出公与父争国之事: “卫世子蒯聩耻其

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

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

辄，以拒蒯聩。”②又，《春秋》记鲁哀公二年，“晋赵

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哀公三年春，“齐国

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史记·卫康叔世家》记

蒯聩得到晋国的支持，但卫出公在齐国的帮忙下暂

时阻止了蒯聩回国夺君位的意图。
蒯聩与辄，父子争国，孰是孰非? 《春秋》三传

及后世儒者的具体判断虽不尽相同，但都分享了孔

子的基本想法: 父不父、子不子。这既是春秋乱世

之乱象，亦是乱世之所以乱的原因之一; 故，“拨乱

世，反诸正”③，必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另一方

面，孔子作《春秋》，正是通过具体事例的记述与微

言褒贬，经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达到

“拨乱世，反诸正”的效果。《庄子·天下篇》云:

“《春秋》以道名分。”这里的“道”首先有 记 述 之

意。④《说苑·复恩》:“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⑤自然，“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有情绪、有态度的历

史记述。《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

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春秋繁露·俞序》曰: “史记十二公之

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 ‘吾因其行事

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

明。”⑥孔子作《春秋》，修其辞而“窃取”其义。⑦ 这

里的“义”，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君臣父子之名分。在

此意义上，《春秋》试图通过“道”说乱世的名分之乱

而达到引“導”( 导) 名分重建于后世的目的。⑧ 《孟

子》孙奭疏:“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贬著，而乱臣贼

子于是乎恐惧之。”⑨

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名的问题不是纯粹理

论的问题或纯粹逻辑的问题。先秦诸子，即便非常

富有逻辑头脑的公孙龙子、荀子，对名实的讨论也

不是出于纯粹的逻辑兴趣。荀子的名实论强调“制

名以指实”，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治之极”( 《荀子

·正名》) 。至于公孙龙子，他也反复强调名辩之学

与政治的关系。他把“明王”和“正名实”直接关联

起来:“至矣哉，古之明王! 审其名实，慎其所谓。
至矣哉，古之明王!”( 《公孙龙子·名实论》) 作为

理想政治秩序建构者的“明王”之所以成为明王，就

在于能正名实。对于公孙龙来说，古有明王，今有

乱政; 古之明王能审名实，今之乱政出于名实之乱。
公孙龙本人追随古之明王，从名实入手以救世之

乱。公孙龙认为，名实相当为“正举”，名实无当“非

正举”。“正举”则“其有君臣之于国焉，故强寿

矣”;“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焉，故曰‘两明’
也。两 明 而 道 丧，其 无 有 以 正 焉。”( 《公 孙 龙

子·通变论》) 那么，究竟如何正名实? 公孙龙的办

法是提出有名的“白马非马”“诡辩”。《公孙龙子

·迹府》述公孙龙之行事，其中说道:“公孙龙，六国

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

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所谓“守白”辩

即“白马非马”之辩。
在公孙龙那里，“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

色也”( 《白马论》) 。“马”就是各式各样具有相同

或相似形体的东西的集合。这是理解概念的“集合

模式”。与此相应，“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

马’”。这里的“非”乃是否定同一性关系的连词。
“白马非 马”无 非 是 说，“白 马”这 个 概 念 不 同 于

“马”这个概念。这实际上是辩名析理的功夫。一

方面，要知道“马”( “白马”) 之何所谓，而“名”之何

所谓在公孙龙那里就是“实”，举名知实则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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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② ( 宋)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 142，142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春秋公 羊 传 注 疏》，第 627 页，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999
年版。
钟泰:《庄子发微》，第 76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刘向:《说苑校证》，第 142 页，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159 页，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孟子·离娄下》记孔子论《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069 页。
《孟子注疏》，第 180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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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另一方面，要求辨析“马”“白马”等相近概念

的差异，不能彼此相混。如果混淆“马”与“白马”，

便难免以“白马”之“白”遮蔽“马”。人们谈论“白

马”，思维的焦点往往在于“白”，而不不于“马”。
在此意义上，“白马非马”借助“非”的否定力量获得

了一种超越于“白马”之上的大视域。
进一步，公孙龙欲“推”白马之辩，“以正名实，

而化天下焉”。比如，由“白马非马”可以类推出“楚

人非人”:

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

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

曰:“止! 楚王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

尼闻之曰: “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

于所谓人。( 《公孙龙子·迹府》)

“楚人”的视界着重在“楚”上而不在“人”之

上。“楚人”之“楚”遮蔽了“人”。楚王见“楚”不见

“人”。相形之下，孔子进一步超越楚王，“异楚人于

所谓人”，即“楚人非人”也。在此，我们进一步看

到，“白马非马”“楚人非人”之类的“诡辩”获得了

某种特殊的言说效果。
正名实可以化天下。那么，“化”的机制究竟如

何?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讨论风化与功罪之名的

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化”的机制不无启发。船

山说道:

功罪者，风化之原也。功非但赏之足劝，

罪非但刑之足威也。虽其为不令之人与，然而

必避罪之名，以附于功之途。夫人欲自伸之

情，相奖以兴，莫知其然而自动，无贤不肖一

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趋之; 正名之曰罪，

而天下违之。①

在船山看来，“功罪”作用，不在于现实的功或

罪发生之后通过“赏”或“刑”的方式达到“劝”或

“威”的效果。相反，“功罪”的作用在于现实的功罪

发生之前。更确切地说，我们对何者为功、何者为

罪的规定与命名居于风化过程的发端处。所谓“功

罪者，风 化 之 原”，实 际 上 乃 是“功 罪 之 名”居 于

“原”即本原的位置。通过功罪之名的命名，违避之

物成为应当违避之物，天下人，无论贤者还是不肖

者，“莫知其然”而不知不觉地就加以违避; 趋就之

处显现为应当趋就之所，天下人，无论贤者还是不

肖者，“莫知其然”而不知不觉向之趋近。相反，如

果功罪之名不正，“功非其功，罪非其罪”，则会导致

世风衰靡以及现实世界的混乱。
“无贤不肖一也”，这是说，不分贤或不肖的一

切人构成了一个“众著而共由”的世界，即船山所讲

的“均乎人之天”。尽管“贤智有贤智之天”，而“愚

不肖有愚不肖之天”，但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通

贤智不肖而一”的“均乎人之天”。②“均乎人之天”
正是人与人相互影响的空间。功罪之名正是在“均

乎人之天”之中让天下人“莫知其然”而加以趋近或

规避。由此，看似迂远的正名之举能够达到“风化”
天下的神奇效果。

三、话语和现代社会政治秩序

正名运作于“均夫人之天”，用现代语言来说，

这意味着名言的社会性构成了名言得以行事和取

效的条件。张申府已有见于此。他说: “名是一种

魔力，诚不可以不慎用善处之。名是社会的。而名

之有魔力，遂在乎社会的制约反应。”③有名，有名

言，有话语，在现代条件之下，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

离不开话语。我们不妨以此剖析国民话语与缔造

现代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④

近代中国，缔造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成为当

务之急。另一方面，国离不开民。梁启超就说:“国

者何? 积民而成也。”⑤现代国家需要与之相应的现

代国民。缔造现代中国，塑造现代国民，此二事相

辅而相成。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也就是传统“子民”转化为现代“国民”的过程。中

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恰恰从塑造国民入手从事现

代中国的缔造使命。那么，如何塑造国民? 一言以

蔽之，曰: 运用“国民”话语。台湾学者沈松侨已指

出，当时“中国知识阶层亟欲动员‘国民’概念及其

所蕴涵的特定价值以改造社会大众之意识构造”⑥。
动员“国民”概念改造社会大众的意识，正是近现代

处于先知先觉地位的启蒙者运用国民话语以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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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② ( 明) 王夫之: 《尚书引义》，见《船山全书》第 2 册，第

281，271 页，岳麓书社 1996 年版。
张申府:《续所思》，见《张申府文集》，第三卷，151 页，河北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梁剑:《国民意识的觉与梦》，见杨国荣主编: 《思想与文

化》，第 10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梁启超:《爱国论》，见《梁启超全集》，第 273 页，北京出版

社 1999 年版。
沈松 侨: 《国 权 与 民 权: 晚 清 的“国 民”论 述 ( 1895—
1911)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

本，第四分，第 686 页，200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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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试图达到唤醒国民意识的效果。
中国近现代的“国民”话语是在跨语言情境下

生成的。虽然“国民”这一用法最早可追溯到先秦

文献，但是，与相当多的现代思想关键词一样，现代

汉语语境下的“国民”主要是作为译名得到理解的。
作为一个指涉特定价值与意义的现代政治概念，

“国民”是一个由日本转借而来的译名。就其跟西

语的关系而言，“国民”对应的德文词为 Volk，而英

文词则主要为 nation，有时也可对应于 people 或 cit-
izen。翻译转渡思想文化。作为 nation 的对译词，

“国民”向现代汉语世界转渡了独立、自由、平等、权
利等理念，“国民”被视为一个与传统的“子民”相对

立的概念。
启蒙思想家的语言策略和先秦名学之间不无

相通之处。如前所述，孔子的“正名”主义的语言哲

学意蕴在于: 语言与实在相互编织、相互渗透，因此

语言可以作用于实在。这一点在政治之域表现为，

语言对于政治文化秩序具有建构作用。因此，可以

通过正名达到成事、兴礼乐、使刑罚得当而安民的

效果。正名活动看似迂远，实则就是政治活动，而

且是首要的政治活动。当然，较之古代，名、名言、
话语在现代的魔力有增无减。所谓话语权，不仅是

可以说话的权力; 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可

以通过说话创造一套话语来获得或增强权力。我

们不能不注意到，名言之所以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

魔力，无远而弗届，无微而不入，离不开现代话语载

体的深刻变化。在运用国民话语的过程中，梁启

超、章太炎、胡适等人分别从新小说、演义、白话文

等角度注意到了国民话语的载体问题。梁启超力

倡“新小说”，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

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①。他不无夸张地写

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

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

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

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与梁启超类

似，章太炎十分重视“演义”这一普遍民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

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

为之昭宣令闻。”③胡适强调白话文，从一个方面延

续了梁启超、章太炎重视普及性文学的思路。通过

白话文这种语言建制，知识阶层的声音方能更加畅

通地到达普遍老百姓，启蒙思想家所运用的国民话

语才能更加有效地唤醒国民意识，从而缔造现代中

国。( 作者简介: 刘梁剑，浙江永嘉人，华东师范大

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赵小华】

①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

886，884 页。

③ 章太炎:《洪秀全演义序》，见《章太炎政论选》，第 308 页，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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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on，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Legal Knowledg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Focus on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Law Books (by XU Zhong-ming) 

Abstrac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law books print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s a sort of historical materia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udying 

the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of legal knowledge. These law books, emphasizing practicabi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mainly include three 

kinds of law knowledg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but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y are explanatory notes of Lv (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aw)，guidance for ad

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affairs, and collections of cases. Despite the varieties of authors of law books, most of them are officials or private secretaries, to 

whom both livelihood of people and the order in the administration were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these people were full of experience of governing. These 

books aimed at not only new officials and private secretaries, but the experienced ones. Sometimes even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and the public were includ

ed. Besides author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emperors, their colleagues, owners of publishing houses and people in areas where they used to be in charge 

of might also become disseminators of these books. There were variou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cluding official display and block-printing, private 
block-printing and commercial bfock-printing. The puhlishing of law books actually gave impetus to the spreading of legai knowledge, while bringing the of
ficial administr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positive effect. 

Key words ：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 legal knowledge ； production ； communication ； acceptance 

The Dao in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 Life Politics ： An Examination of the Book of Rites 

(by ZHU Cheng) 

Abstract: Eating and drinking, which is essential to daily life, can repres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ao of eating and 

drinking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Rites, everyday issues such as 44 to eat or not to eat" , ” what to eat" and “how to eat" involve political identity, status 

hierarchy, power order and social public interaction and furthermore demonstrate the life politics of Confucianism. On the one hand, political values and 

hierarchy are embodied in daily life. On the other hand, daily life strengthens values and order which make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possible. 

Key words： the Dao in eating and drinking� life politics； hierarchy 

Speech and Social-political Order；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imes (by LIU Liang-jian) 

Abstract: Different frameworks about the same fact lead to different consequences, which confirms the performative force of perlocutionary acts. 

Speech and reality are so interwoven and interpenetrated that we cannot ignore the fact that speech may influence reality，which is quite remarkable in po
lit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Confucius' doctrine of the rectification of names affirms the capacity of speech in establish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rder. 

With the revolution of discourse media in modern times, speech has obtained unprecedented magic power in new ways. 

Key words： speech; social-political order� perlocutionary act� rectification of names； ideology. 

Public Relations under Confucianist View (by XIE Guang-yu, ZHANG Na) 

Abstract: Public relations, as a kind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is increasingly human-centered, responsible and ecological, which agrees with 

Confucianism in some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theory, the humanistic thought of “ people-oriented" idea has importanl inspirational 

function for the host of public relations to implement humanistic management ； from perspective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the values of “ spiritual value 

can create and condition material value" and " combin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 can enable the host of public relations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ciple-flexibility, the methodological thought of “ having a strong sense of both prin

ciples and flexibility" and “the golden mean" has a vital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balan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exists consistency for both Confucian 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basic theories and spirits of public relations, which shows tliat 

Confucianism can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public relations，as well as the value of practical utility of Confucianism in 

new era. 

Key words ； Confucianism� public relations ； people-oriented ； combin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 having a strong sense of both principles 
and flexibility 

Some Views on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from Confucian Perspective (by ZHANG Cheng) 
Abstract ： In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re exists indeed the " civilians as foundation of a state". But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Mon

arch aJways slays in rJie center of the political stage. S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 civilians as foundation of a state’’ is appar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former mode ol politics,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is determined by “ mandate of heaven" controlled by the per

son or class who has more political power. But the public will be left alone，and the public can never obtain the “ Heaven Fate" . China must construct 

Chinese democracy based on its own cultural tradition, although it has not formed the democracy tradition as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us it needs to deep

ly find the possibility in the “ civilians as foundation of a state". Besides, China must make good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Western democracy tradition. On

l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raditions can China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opening up a way to the conception of" civilians as foundation of a state" 
from " Monarch stays in the centre" to realize the conception of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people". 

Key words ： civilians as foundation of a state ； regime ； public right ；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 democratic politics. 


